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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壮、汉、瑶三族，是定罗土司辖区内族群互动的主体。长期以来，当地族群共居互动，
壮汉两族间略有区隔，壮族人对瑶族人存有稍许偏见。随着各族群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
迁，当地各族群间的互动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调整。如随着外出谋生者的增多，当地各族群间现就土地、
森林等生存资源的竞争在下降，这对缓和各族群间的原有摩擦有积极作用。与外界接触的增多，村民们
的思想、观念更加开放，这亦增进了各族群对他族的认识和理解，族群间的隔阂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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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GＲOUP INTEＲACTIONS IN THE AＲEA UNDEＲ
THE DINGLUO CHIEFTAIN’S JUＲISDICTION IN WESTEＲN
GUANGXI AND THEIＲ CONTEMPOＲAＲY EXPＲESSIONS

Wang Shiwei，Li Hu

Abstract: The Zhuang、Han and Yao were the main ethnic groups in the area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ngluo chieftain． These ethnic groups had been co － resided and interacted for a long time，yet there
we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the Zhuang and the Han，and the Zhuang prejudiced against the Yao
to certain ex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 of economy，society，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of all
ethnic groups，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m are also changing and adjusting continuously． For example，a-
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going out for job － hunting，the competitions over survival resources such as lands
and forests decrease． This plays a positive effect on easing the original frictions among the ethnic groups．
The increase of contact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brings more open to the villagers＇ thoughts and viewpoints，
and this also enhances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among ethnic groups，the gap between
ethnic groups is les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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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沿袭于唐宋羁縻制度，元代初具雏形，明清得到完善和发展，民国时期全

部被废除。明代是壮族土司制度蓬勃发展的主要时期。 “有明一代，壮族地区土司府、州、县甚
多，计有土府 4、土州 41、土县 8、长官司 10、土巡检司 70 多个、土千户 5，土知府、土知州、土
知县、长官司长官、土巡检、土千户等大小土官 320 余人。”［1］615定罗土巡检司，即是其中一个级
别较小的管辖单位。目前可查询到的有关定罗土司的史料文献非常有限，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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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本文将有限的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相结合，分析定罗土司辖区内的族群互动及其当代呈
现。希望文章能对当前多民族地区的民族互动关系研究和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有
所参考。

一、“定罗”、定罗土司及定罗街概说

定罗、定罗土司及定罗街，三者关系密切，又存区别。“定罗”是当地最早出现的地域名称，
定罗土司司治始设于定罗街西北的武容里古城，定罗街是因定罗土司而兴起的集市，亦为现今之称

呼，位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马山县西部永州镇的南境。
“定罗”名称由来已久，但众说纷纭。其一，传说古时候人们从五埂 ( 今马山县妙圩对面一山
坳) 朝今定罗街方向走来时，刚走到一埂 ( 今良实屯一山坳，从良实屯到妙圩的山路需经过五个

山坳，故称为一埂至五埂) ，便听到酷似铜锣的巨大响声，故称定罗。其二，古时候定罗四周丛林
密布，古树参天。狂风一吹，树叶响声如锣声，故称定罗。其三，定罗街民来自五湖四海，经商谋
生，大家搜罗在一起定居，故称定罗。［2］8又据 《马山风物》载: “永州河流经的地区人文积淀深
厚，它是壮族先民所建立的骆越古国定乐部故地。‘定乐’，也音译为 ‘顶骆’或 ‘定罗’，意思
为‘鹭鸟的地盘’。传说古骆越人的一支，从大明山地区向西迁徙，经过五埂 ( 古代从马山县周鹿
镇通往永州镇的五个坳口) 后，便听见遍地是鹭鸟的欢叫声，鹭鸟是骆越人崇拜的吉祥鸟，于是

大家便决定在此定居，并把这一地区起名叫 ‘定乐’，把流经定乐故地的河流叫做 ‘达定乐’，即
定乐江。”［3］123 － 124有关定罗的丰富民间记忆，显示出此地域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厚重的历史
底蕴。
史书最早出现“定罗”，是明朝洪熙元年 ( 1425 年) 思恩土州知州岑瑛将其辖地分设 13 个堡

之一的“定罗堡”。［4］5后“定罗”因明朝廷在思恩府设置定罗土巡检司而盛名。据《马山县志》记
载: “嘉靖七年 ( 1528 年) ，思恩府辖地分置九个土巡检司，县境设有白山、那马、兴隆、定罗、
古零 5 个土巡检司。”［4］6

定罗司治始设于武容里古城，后移至朗城头 ( 即今州圩街) ，距古城 20 里，在思恩府北 90
里。东西距 40 里，南北距 35 里。东至更吞村接府界 10 里，西至陇卮村接下旺土司界 30 里，南至
绿苍村接武缘县界 15 里，北至陇苍村接旧城土司界 20 里。司辖 12 城头:
木城头，下辖洪下、波皮、岜座、古垒 4 个村。
凌城头，下辖造凌、造音 2 个村。
架城头，下辖造加、弄板、局寺 3 个村。
地城头，下辖局兰、下感、岜苗、岜黎、岜伏 5 个村。
教城头，下辖同康、局旺、板端、龙旺、坡黎、岜是、感旦 7 个村。
损城头，下辖感损、良实、伏台 3 个村。
欧城头，下辖望高、感锦、布寻 3 个村。
唐城头，下辖坛雍、久雷、坡楼 3 个村。
国城头，下辖皂局、坡马、南生、农格 4 个村。
皂皮城头，下辖皂皮、皂马 2 个村。
皂来城头，下辖皂来、坡社、更吞 3 个村。
朗城头，下辖州圩、岜下、岜苗、岜朋 4 个村。［4］33

定罗土司设署武容里古城后，开始有外地居民徙居古城东南面的一块高地。后随着在此经商的
人增多，渐形成集市，即今定罗街。因历史资料缺乏，最早迁居此处的居民及其迁居时间，现无从
考证。从定罗街现存的部分族谱内容可发现，街上各姓氏始祖多于清朝康熙年间 ( 1662—1722 年)
或其后因经商迁居到此。如江夏黄姓，祖籍广东番禺，清康熙年间，其始祖黄广裕与其胞兄广林，
从番禺经商到达定罗，起初只是在坡力村搭一间茅屋居住，后与该地农氏结缡。雍正庚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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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 年) ，黄广裕等迁到武容里古城东面的荒地上建房定居 ( 即后来定罗街的部分) ［5］; 左姓，
祖籍广东顺德龙山乡，其始祖左赓长约于 1730 年行商至定罗，与黄广林女成亲并定居于此［6］。江
中黄姓，祖籍山东，其始祖黄仲文从山东白米街糯米行行商至榜圩江中村，1730 年前后迁居定罗。
杜氏始祖杜宰祥，壮年时从山东老家出发，一路经商，约 1730 年到达定罗，最终定居［2］11 － 13。可
见，清康熙、雍正年间，定罗集市 ( 即定罗街或定罗圩) 应已具有一定规模。
清朝时期，定罗土司仍辖 12 个城头，但村落数量已从早期的 43 个增至 60 个。其境东至白山

司界 20 里，西至旧城司界 30 里，南至姜伏三绿司界 15 里，北至旧城司界 40 里。［7］220辖境包括今
马山县永州镇全境、周鹿镇部分区域、大化瑶族自治县和平果县的部分区域。
清末民初，改土归流在全国推行，思恩府及所辖各土巡检司也无一幸免。清同治六年 ( 1867

年) ，废那马土司，改设那马厅，隶属思恩军民府。1912 年，定罗土司与那马厅合并为那马县。
1915 年，白山、兴隆、古零 3 土司改土归流，合并为隆山县。1951 年 7 月，那马、隆山两县合并
为马山县。［4］30 － 31

从明朝嘉靖七年至民国元年废止 ( 1528 － 1911 年) ，定罗土司共延续 380 余年。虽然定罗土司
早已废止，但“定罗”的影响延续至今。现在，榜圩、旧城、坡造、四塘、灵马等邻县乡镇的老
人，见到马山县永州、州圩等地人，还称其为“定罗人”或“定罗仔”。定罗街曾因定罗土司而兴
盛，民国初渐衰落。新兴的永固集市逐渐取代定罗集市，成为当地民众赶集的主要场所。

二、定罗土司辖区内的主要族群

壮、汉、瑶三族，是定罗土司辖区内族群互动的主要群体。壮族是最早定居定罗附近区域的族
群。前文所述古骆越人迁徙的故事，虽未提及具体时间，但可推断壮族先民古骆越人早已在定罗一
带活动。据民国二十二年编纂的 《那马县志草略》记载: “阖境民人，分为汉、獠、蛮、猺四族。
四族人口之数，约有五万余。蛮、猺二族，占千分之二，獠族占千分之三。獠族和汉族之交际，好
尚感情，曾若若唯唯与呵，相去无几”［8］4，加上该书 “风俗”部分之呈描: “属内民众，分新民、
土、客等人三大种。其所向之风俗，亦因之有大同小异。至苗猺等杂居那马，实为小部分，其风俗
自是迥别”［8］5，由“新民”与“客”均为后来的汉族推断， “獠” “土人”均为地方文献对当地
“壮族人”的称呼。而历史时期的壮族，或因思恩府所辖 “土官氏族，习尚犹仿佛汉人”［9］107，以
及“獠族和汉族之交际……相去无几”之故，在那时已有部分被归入汉族之中。
定罗土司辖区内汉族的来源，说法不一。据 《那马县志草略》记载，明正统七年 ( 1442 年) ，

“世居宾阳的马姓人，暨东兰之韦、黄、陆、覃之五姓人相继移来，那马有汉人自此始。”［8］31民间
及一些家谱，则有将卒随北宋大将狄青镇压侬智高留在广西后到本县和随王阳明镇压农民起义留下

等说。汉族在马山县，多分布在中部平原交通便利的林圩、周鹿、乔利、白山等乡镇。［4］125这几个
乡镇与过去定罗土司所辖区域重叠者不多，由此推测，定罗土司辖境内的汉族人可能较少，具体人

数已无从考证。
汉族作为晚近移民群体，如前述众族谱记载，主要以经商方式集中于现今定罗街。定罗街上的

不少姓氏，多是清初从广东 ( 客家人聚居区) 或北方各地一路经商至此，与当地人通婚或彼此间

并定居下来。《定罗街志》也载: “壮族是马山县土著民族。定罗街民来自区内外十多个县市，原
族源并不都是壮族，如从广东、山东、宾阳等地来的各姓氏均是汉族。由于来到定罗年代久远，也
就入乡随俗被同化了。”［2］82

瑶族在定罗土司辖境内人数亦较少。《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思恩府之田州、兴隆、定罗皆有
猺居住 ［10］。可见，在清朝时期，定罗土司辖区已有瑶人生活居住。前文 《那马县志草略》提及:
“阖境民人……蛮、猺二族，占千分之二”，这说明整个那马县的瑶族人数很少，而定罗作为那马
的一部分，其瑶民人数亦较有限。《马山县志》载: 瑶族大多数分布于东西部大石山区中，其中合
群乡最多，永州、古寨、贡川次之。永州乡、州圩乡、周鹿镇的瑶族，大都源于都安七百弄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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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山瑶。［4］125实际上，瑶族在迁入定罗土司所辖之今永州地区时，由于平地已被壮族和汉族占据，
他们只能选择到较为偏远的山区居住。
因瑶族聚居区地理位置偏远，与定罗街之间存有诸多壮族村落分隔，瑶族人与定罗街上汉族居

民的来往有限，下文有关定罗土司辖境内族群互动的分析，便主要围绕壮汉、壮瑶展开。

三、定罗土司辖境内的壮汉族群互动及其当代呈现

族群互动可说是族群认同产生的前提。定罗土司辖区内，久居于共同地域的壮、汉两族，交往
频繁，互动友好，故曾有 “獠族和汉族之交际，好尚感情，曾若若唯唯与呵，相去无几”一说。
同时，在互动过程中，他们也保留着各自原有的部分文化特征。在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识别以前，
定罗人中的部分汉族，被当地 “土人”认为是与其相异的群体; 当地汉族，也在前述族谱承载的
历史记忆及自身原有部分族群文化特征传承的影响下，有着相当的本民族族群认知。

20 世纪 50 年代民族识别后，会说壮语的定罗街人被认定为壮族，他们的族群认知就此也表现
出多面性。在一些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吸引下，他们不会排斥自己的 “壮族”身份 ( 此表现为工
具论) ，但在当地日常的族群互动生活中，因文化上存有的诸多差异，仍让他们与周边村落的壮族

村民产生族群认知分歧 ( 此表现为根基论) 。定罗街人对自身族群身份的界定，更多的是 “被融合
为壮族的汉族”，或是“由汉族同化而来的壮族”，当地的壮族人很多时候也视其为 “自己人中的
他者”。当地的壮汉民族关系，可从定罗街与周边壮族村落的关系上得到一定体现。
在当地壮民的观念里，定罗街人是外地人，他们和瑶族，都与本地人有很大区别，三者最主要

的区分是语言: 本地人说本地语 ( 壮语) ，瑶人说瑶话，外地人说的是 “客 ( 家) 话”或 “字话”
( 壮语直译，即普通话) 。在当地，尽管壮族人口多，汉族人口少，两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也
较多，但汉族居民仍固守着不少原有族属文化，其中就包括在某些情境中被认为是族群重要象征的

语言。定罗街人日常生活用语虽是壮语，但不少汉语方言仍在使用，尤其是在亲属称谓上，基本上
属于另一套系统。如，定罗街人称母亲为 “a na”，称父亲为 “a die”，与周边壮族村落称父为
“boh”，称母为“meh”，存在巨大差异。语言差异 ( 包括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如亲属称谓承
载的亲属制度体系) 在日常生活中被较为频繁地展示，显现了定罗街人原有的族属文化及其族群

身份印记，也加深了当地壮族居民 “定罗街人不是‘自己人’”的感知体会，他们私下常用被其认
为是“奇怪”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定罗街人，如称他们“a na a die”。
《定罗街志》也载，“定罗人初来乍到时，与本地人交谈并不那么顺畅。因为定罗街的先辈们
平时交际、会话操的都是白话 ( 粤语) 、扬美、宾州等话，很少有人讲壮话。定罗街人……不管过
去和现在，一般人都会讲白话，至少能听懂白话。同时，我们平时用壮话称呼的‘姐姐’、‘妈妈’
是地道的汉话 ( 白话) 译音，可却被本地人取笑，直到现在他们才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的。这就
是我们带有汉人深深烙印的缘故。”［2］82由这段记述可看出，定罗街人对自身族属的定位，有着一定
的“文化自觉”，他们强调汉语等原有族群文化特征至今仍对其生活有很大影响，其对自身原有的
汉族身份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认可。2012 年笔者在当地开展田野调查时，部分定罗街老人还称自己
不是壮族，是汉族，是“客家人”。
除语言上的部分不同，定罗街居民与周边村落壮族村民，在婚丧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有

相异之处。如在宗教信仰上，除敬奉社神外，定罗街人还建有玉虚宫、北帝庙、三界庙等宫庙，在
这些宫庙里供奉着与周边壮族村落不一样的神明，其举行的宗教信仰活动也在内部进行，周边的壮

族村民并不参与。
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以及一些观念上的不同等，有时成为定罗街居民与周边村落壮族村民在日常

生活中发生误会和摩擦的一个原因。据永固村社庙内的 《永固街史》碑刻记载，永固街是 1912 年
建立。原定罗团 ( 木凌加，地傲损，皮来朗，久当局) 十二城头人民每三天到定罗圩集市交易，
后来由于它的地理环境及其他情况等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各城头人民迫切要求另立新圩。经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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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努力，1915 年终于在上级领导出面调停下达成协议，新旧两圩并存，但分开先后，改不同日，
从此着手筹建固定圩亭，命名新圩为“永固圩”。这一碑文的内容为永固街老人会编写，2008 年新
立。碑文内容虽没有直接道出当时两圩之间的尖锐矛盾，但字里行间也隐藏不少内容，如 “其他
情况”“人民迫切另立新圩”“上访省府”及 “出面调庭﹝停﹞达成协议，新旧两圩并存”。由于
定罗和永固相距约 1 公里，两圩势必存在竞争。据镇政府提供的 《永州镇地名普查资料》记载，
“1911 年有财势人，为争夺圩场，决定在此地建新圩，定名为永固，是永远固定不变的意思。”可
见，当时永固另立新圩也是争夺圩场的过程。据 2012 年田野调查期间对参与立碑的永固街老年协
会成员访谈了解到，《永固街史》碑的内容写得隐晦，时至今日，在定罗街周边村落村民的记忆
中，也仍流传着不少定罗街人在街上欺行霸市及欺负周边村民的故事，这也是民国初周边村落村民

放弃定罗老街，转而改到永固街赶集的重要原因。
此外，也有资料记载，地方上的一些土匪曾打着驱赶外来人的旗号聚众围攻定罗街。《那马县

志草略》载: “民国七年，定罗区匪首农特志、陶特快等聚党百余人，白昼竖旗剽劫村乡，阖邑惊
动。”［8］34 － 35县志的记载比较简略，《定罗街志》的记载则稍为详细: “据传，农特志、陶特快曾联
合十二城头攻打定罗街，气焰十分嚣张，土匪们不但掠夺财物，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妇女，扬

言不杀光‘客人’誓不罢休! ( 注: 土匪们称来自山东、河南、广东、广西南宁、扬美、宾州 ( 宾
阳) 等地的定罗街人为 ‘客家人’，简称为 ‘客人’) 逼得定罗街许多人背井离乡，躲避匪
害。”［2］16由这则记述可看出，族群认同的差异和区隔，可能是定罗街人遭此劫难的因由之一，或者
至少成为彼时当地土匪进攻定罗街的一个由头或 “借口”。
过去，因为具有生活在集市的优越心理，经济上的相对富足，以及文化上存在的差异，定罗街

上的未婚妇女，很少有人愿意嫁到周围村落。周边壮族村落的未婚女性，同样因为文化上存在的区
隔，以及本群体内部老一辈口耳相传的观念 ( 如定罗街人爱欺负周边村民，比较凶等) 等影响，

较少嫁到定罗街。近年，随着交通的日渐便捷，在外求学与务工带来的交际范围的扩大，以及人与
人之间交流、沟通渠道的扩增等，定罗街人和周边壮族村落村民的择偶范围越来越广，通婚半径越
来越大。同时，因为近距离的联姻有助于增强亲属间的互帮互助等，当地通婚圈也存在着 “内卷
化”的现象，即村民间近距离结婚的增多。但总体来说，或受原有偏见的影响，以及外出务工等
增加了各族群青年选择对象的机会，近距离居住通婚的比例，在定罗街与周边壮族村落间仍比较

低。2012 年，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一个拥有 700 多人的壮族村落，当时有 2 例娶定
罗街女子为妻，该村女子嫁到定罗街的有 5 例。
虽然定罗街居民与周边壮族村落居民间通婚比例仍不高，但近年来随着外出求学、务工等增

多，村民们接收到的外界信息也越来越多，汉壮两族间的交流、交融还是得到了提高。比如一些在
城市里出生和成长的壮族小孩，也开始在核心亲属称谓上使用汉化称谓，如称父母为 “阿爸阿妈”
或“爸爸妈妈”; 因对外交流沟通的需要，当地壮族居民对汉语的认同也增强。随着外出务工潮的
兴起及婚姻圈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外来女子嫁入当地。这些外来媳妇中有少部分是广西区内其他地
方的壮族人，而其他省份的则以汉族居多。

四、定罗土司辖境内的壮瑶族群互动及其当代展现

当地壮族人通常自称 “bou duo” “bou liao” “bu mban”，而称呼山中居住者为 “bou long”
“bou yiao”，称汉人为“bou sei”“bou heg”。“bou”常被音译为“布”，即 “……人”之意，此处
“duo”应该是文献中之音译“土”，“bou duo”意为讲同自己一样语言的人，即讲土话的人; “bou
liao”，常音译为“布僚”，意为我们自己人; “bou mban”，因各地读音略有偏差，常音译为 “布
坂”“布曼”等， “mban”有村庄之意，因此意为居住在村庄里的人。而对他者族群的称呼中，
“bou long”，常音译为“布弄” “布陇”等，意为居住在山弄里的人， “bou yiao”，常译为 “布
瑶”，即瑶族人，二者均用于称呼当地的瑶族; “bou sei”即讲汉语的人， “bou heg”则指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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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当地老人称，过去永州地区的壮族人没有 “布壮”这一称呼，“壮族”之

族属称谓也是在经过国家民族识别认定后，才为部分关注国家政策的村民获知。定罗街周边壮族村
落中的不少老人，对他者给予自身的 “壮族”身份，存有一定的认知困境。对于从未离开过本地
区的壮族村民而言，“壮族”基本上只是身份证上的一个民族称谓和标识，在现实生活中，它还意
味着能从国家那里享受到的有关少数民族的优惠待遇。在当地一些壮族民众眼中，壮族也不是所谓
的少数民族，因为当地壮族人口最多，壮语是通用语言，只有瑶族和汉族才是少数民族。换言之，
当地壮民的族群认同，有部分是建立在与瑶族和汉族相对的 “bou duo”“bou liao”“bou mban”称
呼之上。
定罗土司辖区是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壮语是唯一的通用语言，在此区域中，壮族存在

一定的民族优越感。再加上当地壮、瑶两族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存有的差异，二者在生存
资源上的竞争，尤其是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导致当地壮族民众对居于其周围的瑶民形成了些许

偏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两族群的交往互动中，常也存在经济基础较弱一方处于劣势地位的

情况。过去，当地壮瑶两族村民人口较多，耕地较少，加之缺乏更多的非农谋生途径，对土地、山
林和水源等生存资源的争夺，不时引发两者间的矛盾和冲突。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支持少数民族和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但当地瑶乡因地处较为偏远的山区，交通较为闭塞，环境较恶劣，经济发

展相对周围居于平地的壮族村落而言，仍普遍比较落后。在当地的壮族社会生活中，“瑶”这个原
本只代表族属称谓的词，一度也被壮族居民赋予一些负面意涵。例如，当某人看见一件众人眼中很
平常的事物却显得特别惊讶时，当地壮族人可能会讽刺他说: “瑶少见粽 ( 子) ”。这句话暗含的意
思是，当地瑶族地处穷乡僻壤的山区，水田很少，不产大米，所以壮族人包的“驼背粽”① 在瑶人
眼中是稀罕之物，此人的反应也跟山里的瑶族见粽子时差不多。如果儿童看起来很脏或是在寒冷的
冬日里光着脚丫，看见的人会说“简直是个瑶”。因为当地壮族人认为，深居山中的瑶人，因缺水
等缘故，较少洗澡，所以给人感觉有些不怎么爱干净。同时因为比较穷，冬天还缺衣少鞋。
近些年，外出务工潮出现后，当地壮族与瑶族村落的青壮年大多也外出务工谋生。随着谋生方

式的增多、非农收入的增加以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当地壮瑶两族村民对土地、山林等生存资源的依
赖性有所下降，日常生活中为争夺这些资源发生的矛盾也减少。经济条件的好转，为当地部分瑶族
村落居民向山外迁徙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些对土地资源依赖性降低的壮族村民，愿意出让部分靠近

山区的土地，为这些有意迁居的瑶族居民提供土地建房或耕作，则从另一方面增加了瑶民向外迁居

的可能性。近年，陆续有山里的瑶民在前述因素的影响下，迁居到离壮族村落更近的地方 ( 虽然
总体而言，迁居比例仍不算很高) ，有的也同当地壮族居民一样盖上了钢筋水泥的楼房。
资源紧张的缓和，减少了当地壮瑶两族间的摩擦，但总体而言，当地壮族村落的经济发展水平

仍高于瑶族村落。此外，壮族作为当地主体民族带来的优越感，以及历史上经济、文化上的强势地
位，也让当地壮族居民对居于其周边的瑶族居民仍存有稍许偏见，当地瑶人则不喜欢周边壮族居民

用带有歧视语义的“瑶”称呼他们。
“族际通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两个异性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且隐含着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各自族
群的文化和社会背景”［11］433，族群间的通婚情况常被视为测度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1］437虽然当地瑶族居民会讲壮语，两族居民间结“老同”等拟亲属关系的
现象也相对较多，但两民族间更深层次的交融———通婚的情况则较少。因瑶乡在地处偏远的山区，
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当地壮族村落，以及对瑶族居民存在的认知偏见，在当地壮族社区，过去鲜

有人与山里的瑶族居民通婚。虽然前述因素现在仍有一定影响，但随着村民对外交流的增多，思想
和观念较之以往已具有了更多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些影响已经有所弱化。2012 年笔者在当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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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粽子两头扁平、背面中间隆起，形似驼背而得名。



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一个与瑶族村落不足 1 公里拥有 700 多人的壮族村落，当时还没人嫁进山里
的瑶乡，但已有 2 户黄姓人家娶了山里的瑶人为媳。

结语

壮、汉、瑶三族，是定罗土司辖区内族群互动的主要群体。定罗土司辖境内，壮族是人口最多
的民族，壮语是通用语言，也是主要的日常交际用语。人数占优的壮族人，在此区域存在一定的民
族优越感。当地的族群互动，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以及主观认知上存在的些许
偏见等，导致壮汉两族间略有区隔，壮族民众对瑶民存有些许偏见，但总体来看，三族群的族群互

动，矛盾与友好此消彼长，和平共处是主流，摩擦和矛盾是次要。
在发展过程中，当地各族群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也在不断变迁。在此大背景下，族群间

的互动关系也出现一些新变化。随着外出谋生者的增多，当地各族群间就土地、森林等生存资源的
竞争在下降，这对缓和各族群间的原有摩擦有积极作用。在部分族群成员中，虽对其他族群仍存有
一定偏见，但总体来讲，随着与外界接触的增多，村民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开放，这亦增进了各族
群对他族的认识和理解，族群间的隔阂在缩小。
在历史上形成，虽有弱化但仍延续至今的定罗土司辖境内各民族间的互动问题，在当前其他一

些共居的多民族族群互动中也可能存在。如何解决互动中存在的困境，引导各族群理解、尊重和包
容他族文化，与周边族群和谐相处，对切实增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团结至关重要。实现和
谐共处，一方面需要加快解决各民族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也需努力践行费孝通先

生所言的“文化自觉”。他曾言，文化自觉不仅是要对自身的文化有 “自知之明”，还要理解所接
触到的多种文化，并在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

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以

达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12］52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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